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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
＊

———农民工利用关系求职的效果研究

张春泥　刘林平

提要: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嵌入性” , 是社会学尤其是网络学派
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针对特德·莫尔在 ASR上一篇相关文章论述中存在

的问题 , 指出对“嵌入性”的研究必须考虑网络差异性问题。在回顾过往关于
网络差异性的理论及经验研究后 , 提出一个新的网络差异性命题:针对要在
某组织中实现的特定目标 , 一个人所使用的网络是否有用 , 取决于他的网络
与该组织的内网络有多大关系。在该命题基础上 , 本文对农民工使用网络的
求职效果提出了四个假设:1.农民工利用内网络型求职的效果优于外网络
型求职的效果;2.内网络型求职的效果优于一般性使用网络的效果;3.在内
网络型求职中 , 网络中垂直地位的差异性依然起作用;4.在内网络型求职
中 ,联系人种类在量上的差异性也影响求职效果。利用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
据 ,本文对这 4个假设进行检验后发现:使用内网络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显
著 ,而使用外网络和一般性使用网络的效果不显著;在内网络型求职的个案
中 , 获得企业负责人帮助的农民工更可能比获得工友或主管帮助的农民工拿
到更高的工资 ,接触的联系人种类越多的农民工能够拿到越高的工资。进
而 ,本文得出结论:探讨“嵌入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时有必要分清行动者
嵌入在具体网络中的层次性 , 嵌入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会因网络的差异性
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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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中 ,关系网络对于求职者的帮助几乎已经成为

定论 , 在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中 , 这一点也反复地得到了证明

(Granovetter ,1974 ,1995;Bian , 1997;Bian &Ang ,1997)。但是 ,利用关系

网络并不一定获得较高工资或较高职业声望的工作(Bridges &

Villemez ,1986;Corcoran , et al., 1980;Korenman &Turner , 1996;Stai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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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这是西方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 ,在国内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中

也得到了印证(刘林平等 ,2006)。对此 ,特德·莫尔提出 , “这不是一个

可以忽略的问题 ,如果利用关系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在总体上没有影响 ,

那么可能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模型可以放心地忽略`嵌入性' ———

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而不会削弱它的解释力”(Mouw ,2003)。

莫尔的确对网络学派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人

们利用关系网络对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没有作用 ,那么 ,网络学派

的核心概念———嵌入性———就需要重新审视 。个人是嵌入关系网络

的 ,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受到社会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关系网络)的深刻

影响 ,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上 ,人们通过关系网络寻找工作但是对工作结

果没有影响 ,那么嵌入性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中国 ,农民工是一个惯用人际网络去寻找工作的群体 ,这一方面

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 ,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农民工而言 ,利用网

络寻职能够节省寻职成本(刘林平等 , 2006)。如果说网络对人们在劳

动力市场的结果没有太大影响 ,那么可否认为使用网络对这一群体而

言只有有限的意义? 或者更多地是一种制度或文化习惯下的行为呢 ?

如果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进一步研究“内嵌性”与农民工求职效果之间

的关系就是有必要的 。

一 、网络的差异性及其反思

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社会

资本和寻职:关系起作用吗 ?》一文中 ,莫尔提出了上文的问题 ,他对此

提出的猜测性解释是:个体的朋友关系并不是随机获得的 ,物以类聚 ,

人以群分 。“大量的证据显示个体倾向于选择那些与他们类似的人做

朋友 。如果成功人士偏爱于与其他成功人士交往 ,那么这种偏好将会

使朋友之间的收入和职业地位发生交互作用 ,甚至是在对劳动力市场

结果不起因果作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Mouw ,2003)。那么 ,对社会资

本变量与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相关是因果性的还是虚假性的关系 ,就必

须加以判别。

但是仅以这个研究(加上之前的几个研究)就排除了社会资本变量

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可能是轻率的 ,甚至可能是“幼稚的”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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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莫尔自己也认识到了(Mouw ,2003)。① 波茨(Ports A.)曾指出“社会

资本的存在先于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波茨 , 2000),这说明不论社会资

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求职效果 ,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嵌入性”已成

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个人运用其在社会网络中所拥有的资源能够

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益 ,在林南看来 ,这是因为个人拥有的资源

是有限的 ,但通过社会网络 ,就可以利用他人所拥有的资源 ,尤其是他

人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上的资源 ,这样 ,一个人在目的性行动中所能动用

的资源就扩大了(林南 ,2004)。与林南稍有不同 ,博特并不认为网络直

接产生资源 ,他更倾向于把网络看作一种机会渠道 ,如果没有网络作为

渠道 ,个人所拥有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也许在现实中没有机会大施

所长(Burt ,1992)。在实证研究中 ,有关社会资本在寻职中的作用通常

被归于地位获得过程的研究范式之中 。林南曾回顾了 1981到 1998年

近20年中有关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的 31项重要研究 ,其中 30项研究

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动员与地位获得之间的联系(林南 ,2004)。

由此 ,莫尔的文章中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仅凭使用关系对求职效

果的影响不显著就质疑社会网络的“嵌入性” ,这种推断可能是缺乏根

据的 ,在这个问题上 ,莫尔也许过于乐观地放大了他的结论 。但我们在

此仅仅指出莫尔的问题仍不能解答他文章中给我们展示的难题:既然

人们都说“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谁”会对你的求职有帮助 ,但为

何在他的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使用关系对求职者的工资 、职业声望 、失业

持续期有显著效用呢 ?类似地 ,这个难题同样存在于布里奇斯和威伦

姆兹在整个雇佣人口中测量使用关系对收入影响的研究中 。他们经过

逐步合并在性别 、职业 、工作经验三个维度上的亚群体使用关系的效

用 ,最后发现使用关系在雇佣人口的整体层面上并没有带来收入的提

高(Bridges &Villemez ,1986)。

其实 ,我们没必要对以上两个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惊讶 。因

为无论是莫尔 ,还是布里奇斯和威伦姆兹 ,他们的研究都是企图对网络

的整体性效果进行评估 ,即对所有使用关系的人的劳动力市场结果进

行一般性测量。但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每个人

身上都贯穿着人际网络 ,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络行动 ,但使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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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我批评了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社会资本模型 ,但我也承认认为关系对劳动力市场结

果不起作用仍是幼稚的” (Mouw , 2003)。



络(或关系)的效果是有差异的 。由于每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在规模和质

量上不同 ,有的人使用网络可以事半功倍 ,有的人使用网络却没有用 ,

甚至有负作用。综合这些情况 ,使用网络的整体效果会因为一部分失

败地使用网络的情况而削弱 ,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证实使用网络会

带来更好的行动结果 ,而另一些情况下 ,网络的使用与行动结果之间的

联系不显著。由此 ,我们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说:不加区分地考察使用关

系对求职的效果 ,或单独考虑网络的整体性效果其实意义并不大 。我

们的研究并不应该放在测量使用网络在整体上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作

用 ,而应该去区分使用怎样的网络会对求职效果有正面影响 ,使用怎样

的网络对求职效果没有影响。

社会网络理论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不断探究网络差异性

的过程。无论是研究网络使用的效果在不同性别 、种族 、职业人群上的

差异 ,还是探讨强关系和弱关系谁会对求职更有帮助 ,这些理论的努力

都是在寻找网络在不同维度上的差异性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接

下来 ,本文将回顾部分对网络差异性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研究 。为

了让回顾更具条理性 ,我们把个体的网络差异性归纳为三个维度:其

一 ,网络中垂直地位上的差异;其二 ,网络中不同位置之间联结强度上

的差异;其三 ,网络中水平位置上的差异 。这三个维度的区分并非是互

斥的 、绝对的。个体间的网络差异在现实中可以同时体现在这三个维

度上 、也可以体现在其中任意两个维度上 ,这三个维度之间也可以相互

影响 。比如林南 、恩赛尔和沃恩于 1981年在纽约州奥尔巴尼都市地区

进行调查时发现 ,随着人们初始地位的提高 ,弱关系对寻职的优势相比

于强关系会逐渐降低(Lin et al., 1981)。这就是人们在网络中垂直地

位的差异影响网络联结强度差异对寻职效用的例子 。接下来 ,我们将

对这三个维度上网络差异性的研究进行回顾 。

网络中垂直地位的差异。网络中垂直地位的差异是由社会结构的

等级次序引起的 。社会结构由一系列按等级次序排列的位置组成 ,占

据不同等级的位置对有价值资源的控制力和可获取性是不同的 。林南

认为 ,结构在这些资源的可控性和可获取性上呈金字塔状 ,即位置越

高 ,其占据者越少 ,但其占有和控制的重要资源越丰富 ,积累资源的能

力越强(林南 ,2004)。那么 ,在一个社会网中 ,求职者自身的初始地位 、

联系人(帮助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会影响求职者是否使用网络和他们

使用网络的有效性。一般来说 ,初始位置较低的人 ,更倾向于使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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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 ,因为他们初始位置上所能提供的资源较少 ,需要通过网络来获得更

多的资源 。正如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蓝领工人比白领工人更多地使

用网络(Corcoran et al., 1980;Marsden , 2001)。如果求职者联系更高位

置的帮助人 ,会得到较好的求职效果(Bian ,1997)。

网络中位置联结的强度。网络的差异性还体现在使用强关系和弱

关系的效果上。强关系产生互惠 、信任和义务 ,所以能导致使用他人资

源的可能性 ,这早已在科尔曼等人的著作中得到肯定(Coleman , 1990;

林南 ,2004)。而格兰诺维特却在他那篇《弱关系的力量》中开创性地提

出弱关系的作用 。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关系中所共享的资源往往是同质

的 、重复的 ,而弱关系却可以作为通向“与自己社会距离相去甚远的观

点 、影响力和信息”的通道(Granovetter , 1973)。使用弱关系在求职中会

更有效率 。“当一个人变换工作 ,他没有必要从一个网络转移到另一个

网络 ,他只需在两个网络中建立一个联结”(Granovetter ,1973),在这种

情况下建立联结就是指建立弱关系。当然 ,之后又有学者试图找回强

关系 。边燕杰 1988年对天津城市居民利用关系寻职进行调查发现 ,在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天津 ,强关系更有利于寻职。这首先是因为强关

系中包含了义务与责任 ,更易于传播影响力。在中国 ,对求职有用的主

要不是信息而是影响力 ,信息只是影响力的“副产品” ,即有价值信息的

获得首先需要与有影响力(或处在政府中)的人联系(Bian ,1997)。寻

职者通常需要通过中间人才能联系更高位置的帮助人 ,这就需要寻职

者与中间人之间 、中间人与帮助人之间存在强关系 ,这样才能使帮助人

和中间人有责任为寻职者提供帮助 。

网络中水平位置上的差异 。网络中水平位置上的差异强调网络中

哪些位置更为关键。前面已经提到 ,网络中两点间垂直地位的差距会

造成资源占有的不同 ,但在同一垂直地位等级中 ,仍存在水平位置上资

源占有的差异。垂直地位的差异强调的是来源于等级位置的权力造成

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力 ,而水平位置的差异更多地强调对资源的高效占

有能够产生权力 ,从这点来讲 ,水平位置差异中的权力更多是遵循了交

换理论中的权力观。这方面的研究以博特的“结构洞” 理论较为著名 。

博特发现不重叠的联系丛之间存在结构洞 ,占据洞位置的人能够最有

效率地获得信息和资源。一个人的网络中拥有的结构洞越多 ,其竞争

力越强(Burt ,1992)。当然 ,博特在理论上的努力并不仅仅有这些 ,他还

用“结构洞”概念覆盖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效用 。他发现使用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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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可能获得的是重复的资源 ,而只要占据一个洞位置 ,无论是靠弱关

系还是强关系联结 ,都有高效获得资源的优势(Burt ,1992)。博特给我

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使用网络的效用在于你拥有一个怎样的网络 ,使

用关系对求职有用与否在于是否求助于正确的人 。在博特看来 ,洞位

置便是正确的位置 ,但他却没有说针对特定的行动目标 ,我们应该选择

哪一个洞位置。在此 ,我们提出另一种关键位置上的网络差异 ,即外网

络和内网络。

在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中 ,特定的目标往往要在具体的组织中实现 。

如果实现目标所需的信息和影响力来自组织内部 ,那么这些内部信息

和影响力对行动而言便更可能是正确 、实用和有效的 。组织在设立和

管理其边界时就会形成针对于自身的内网络 ,内部信息便在组织的内

网络中流动。相对于内网络就出现了外网络 。作为组织环境中一部分

的外网络也能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 ,但一般而言 ,从外网络中所获得的

信息应该不如内网络中的信息准确 ,从外网络中获得的帮助应该不如

内网络中的帮助实用 。

回到求职的问题上 ,求职中所利用的联系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 、

帮助人(或联系人)是企业内部的人;二 、帮助人是企业外的人。根据前

面所推导的 ,如果帮助人是企业内的人 ,其提供的信息对求职者可能会

更有帮助 ,而且当求职者进入企业以后 ,内部人可以继续在日后的工作

中为求职者提供帮助 。如果帮助人是企业外的人 ,就不一定能为求职

者提供有力的帮助 ,即使外部人能够给企业施加影响 ,帮助求职者进入

企业 ,但却很难对求职者进入企业后的发展提供及时的帮助。莫尔发

现利用网络关系对求职效果没有影响 ,是因为他没有区分联系人的这

种性质。的确 ,通常研究社会资本对寻职的作用往往只是看求职者与

帮助人的关系 ,很少针对帮助人与公司(或企业)的关系进行探讨(Lin

et al.,1981)。前面介绍过的林南等人在纽约州奥尔巴尼都市地区的

研究曾对帮助人与公司的关系有一些发现 ,即对目前职业来说 ,帮助人

与公司的关系越强 ,对求职的效果越好(Lin et al., 1981)。由此 ,我们

可以更进一步推想:如果帮助人就是公司内部成员 ,求职的效果是否会

更好 ?如果说林南等人的研究已经徘徊在我们的问题的边缘 ,那费尔

南德斯和温伯格研究零售银行雇佣情况的发现更让我们为内网络的假

设感到乐观。费尔南德斯和温伯格发现如果应聘人得到企业内部员工

的推荐 ,获得面试的机会将比没有推荐人的申请者高 45%,而被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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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也高出 22%。费尔南德斯等人将此解释为企业内的推荐人可以

为求职者提供更真实的企业信息 ,并同时向雇佣者提供更多求职者难

以在简历上表现出来的信息 ,而且企业内推荐人还可以凭借其经验 ,事

先对求职者进行“筛选” ,这样 ,提高了求职者与其申请岗位之间的匹配

程度(Fernandez &Weinberg ,1997)。

至此 ,本文设计了一个新的网络差异性命题:针对要在某组织中实

现的特定目标 ,一个人所使用的网络是否有用 ,取决于他的网络与该组

织的内网络有多大关系。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 ,个人所使用的网络与组织内网络完全重合 ,则网络的使用最

有效;

第二 ,个人所使用的网络与组织内网络完全分离 ,则网络的使用效

果不显著;

第三 ,个人所使用的网络与组织内网络部分重合 ,则网络使用的效

果不确定 。

对以上命题 ,我们接下来将在对农民工利用网络求职的研究中转

化为具体的假设加以验证 。

二 、研究设计 、假设和样本情况

根据网络差异性命题 ,我们首先有必要将农民工求职中网络的使

用方式区分为内网络型和外网络型 。内网络型是指农民工寻职中使用

的联系人是企业内的成员 ,包括企业内的工友 、主管和老板等;外网络

型是指农民工求助于企业外的社会关系 ,包括亲戚 、同乡 、同学 、企业外

的朋友等 。内网络型求职和外网络型求职的效果最直接地体现在农民

工的工资上。当然 ,工资并不是测量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惟一指标 ,但在

研究农民工问题中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指标。由于制度和人力资本的限

制 ,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相对低端的工作岗位 ,所以使用职业声望

作为求职效果的测量显然不太合适;其次 ,由于农民工城乡身份的二重

性 ,所以其待业期和在某一工作中停留的时间不仅仅与工作的匹配程

度有关 ,还可能与农业生产 、生命事件(如结婚 、生育)有关 ,所以以待业

期或在某工作岗位上停留时间的长短来测量求职效果也是有困难的 。

由此 ,本文围绕网络使用方式的差异性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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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假设 1:内网络型求职和外网络型求职分别对农民工工资所产生

的影响不同。内网络型求职的农民工使用网络会得到更高的工资;而

外网络型求职的农民工使用网络对工资不会产生同样大的影响 ,甚至

没有影响或者负影响 。

即:内网络型求职效果>外网络型求职效果。

假设 2:内网络型求职更能体现使用网络的有效性 。如果忽略网

络的内外差异性 ,单就是否使用网络来评价求职效果的情况称为一般

性使用网络的效果 ,则有:

内网络型求职效果>一般性使用网络的效果 。

以上两条假设主要是针对内网络型求职的优势提出的 。假设 1强

调内网络型求职相比外网络型求职的优势 ,假设 2强调内网络型求职

相比网络整体性效果的优势。以下的两项假设将重点对内网络型求职

的内部差异性进行更细致的探讨。

根据我们所能获得的数据资料① ,内网络型求职包括获得三类联

系人的帮助:工友 、主管 、企业负责人。这三种联系是可以区分等级的 。

在一家企业中 ,通常 ,工友的地位低于主管的地位 ,主管的地位低于企

业负责人的地位 。这三类联系人在企业中垂直地位的差异会决定这三

类联系人所拥有的信息质量和影响力大小 ,从而影响他们帮助求职者

的效果。因此提出:

假设 3:内网络型求职中 ,网络中的垂直地位差异性依然起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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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2006年对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问卷 ,测量内网络和外网
络所使用的相关问题(部分)是:

F1在现在打工的地方 ,您觉得有哪些人对您有帮助(注意:如果身份相同则归入前一类 ,
可多选):

家人 亲戚 同学 老乡
企业内熟人

工友 主管 企业负责人

企业外

的朋友

其他人

(请注明)

提供信息

介绍关系

陪同见工

直接安排

进企业



获得企业负责人的帮助 ,会比获得工友和主管的帮助能够得到更高的

工资;获得主管的帮助 ,会比获得工友的帮助得到更高的工资。

即:企业负责人的效用>主管的效用>工友的效用 。

对工友 、主管 、企业负责人这三类联系人 ,个体农民工可以同时获

得这三类 、或其中两类联系人的帮助 ,也可以只获得其中一种联系人的

帮助 。林南认为网络的异质性(即通过社会关系 ,自我可及资源的纵向

幅度)会影响使用网络的效果(或人力资本回报)。一方面 ,不同类型的

联系人能够在求职过程的不同层次或阶段针对求职者的具体需要提供

帮助;另一方面 ,联系人的类型越丰富 ,求职者所获得的信息和影响力

可能越多样化 ,求职效果可能越好(林南 ,2004)。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 4:内网络型求职中 ,网络中联系人类型在数量上的差异性也

影响求职效果。通常 ,同时获得三种联系人帮助的农民工所获得的信

息和影响力总量最大 、多样性最强 ,其次是获得任意两种联系人帮助的

情况 ,再次是只有一种联系人帮助的情况 ,那么体现在对工资的影响上

也存在差异。

即:三种联系人帮助的效用>两种联系人帮助的效用>一种联系

人帮助的效用。①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2006年对珠三角农民工

的调查数据。表 1对样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

三 、假设检验

农民工在找工作中所利用的网络关系类型可分为外网络和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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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设 4主要为了验证林南(2004)提出的网络异质性对网络使用效果的影响是否在内网
络型求职中起作用 ,以加深对内网络型求职的理解。假设 4所强调的是不同类型联系人

所携带的不同类型资源和影响力会对求职有帮助 ,这并不否认假设 3中提到的网络达高

性(垂直地位)对求职效果的影响。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网络的异质性(联系人的类别数

量)和网络的达高性(联系人的垂直地位)会同时对网络使用的效果起作用。这在中国人
使用人际网络的一些观念中有所体现 ,如“现官不如现管” 、“找两个副的 , 不如找一个正

的”等等。正由于网络的达高性作用和异质性作用交织在一起 ,所以假设 4的提法存在

一定漏洞,至少没有考虑到单个企业负责人在企业用人决策上的作用可能是“主管+工
友”这对联系人组合所难以匹敌的。这种情况我们归为假设 4的特例 ,将在文章的第三

部分假设检验中予以讨论。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年龄(N=3084) 15-63岁(均值为 27.45岁 ,标准差为 8.647)

性别(N=3086) 女性占 46.9%;男性占 53.1%

教育程度(N=3086)
小学及以下占 18.6%;初中占 51.3%;中专和技校占 11.9%;

高中占 15.4%;大专占 2.9%

工龄(N=3002) 0-35.92年(均值为 5.84年 ,标准差为 5.149)

求职途径(N=3086)

学校和政府组织劳务流动共占 2.1%;亲友介绍占 57.2%;利

用市场寻职(包括利用劳务市场和中介 、网络和广告应聘 、企

业直招 、靠自己)占 39.4%;

目前月平均工资(N=3007) 150-5000元(均值为 1092.71元 ,标准差为 561.808)

两大类 。其中外网络中包含子关系类型有:家人 、亲戚 、同学 、老乡 、企

业外的朋友和其他无法归类的情况;内网络中包含的子关系类型有:工

友 、主管 、企业负责人 。如果在问卷填答中出现某联系人同时拥有内网

络和外网络中的身份时 ,则归入外网络。由此所造成的偏差我们会留

到后文中探讨。在找工作中农民工从联系人处获得的帮助内容在问卷

中分为:提供信息 、介绍关系 、陪同见工 、直接安排进企业。我们对关系

类型和帮助内容进行交互分类 ,具体情况见表 2和表3。

　表 2　 找工作过程中使用企业外关系类型的情况(N=3086)

帮助内容

关系类型 使用企业外网络

家人 亲戚 同学 老乡 企业外的朋友 其他

提供信息 634 1057 587 1236 549 22

介绍关系 393 861 370 973 398 26

陪同见工 228 396 222 596 199 36

直接安排进企业 121 324 77 274 117 23

　表 3　 找工作过程中使用企业内关系类型的情况(N=3086)

帮助内容

关系类型 使用企业内网络

工友 主管 企业负责人

提供信息 595 173 113

介绍关系 377 95 67

陪同见工 221 39 22

直接安排进企业 129 28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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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区分外网络和内网络的使用情况 ,通过分别将使用外

网络和内网络中各种子类型的情况合并 , ① 得到表 4。从表 4中不难

看出 ,在所列举的四项“帮助内容”中 ,农民工使用企业外网络中各种联

系的情况超过了他们使用企业内网络中各种联系的情况。但仅凭这些

描述性的结果并不能比较内网络型求职和外网络型求职的作用大小 。

莫尔在他的研究中曾让被调查者自己评估使用关系的重要性 ,结果发

现自认为使用关系很重要的人并没有因此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

(Mouw ,2003)。类似的逻辑 ,农民工较少使用企业内网络并不等于内

网络型求职的效果不好 ,也许只是他们很难找到企业内部的联系人 。

从关系的可及性来说 ,农民工可求助的企业内熟人的数量相比于更广

泛的社会网络中联系人的数量较少 ,所以使用企业内网络的频数一般

较使用外网络的低。

　表 4　 找工作过程中使用内网络和外网络的情况(N=3086)

帮助内容 使用企业外网络% 使用企业内网络%

提供信息 76.9 23.4

介绍关系 65.0 15.6

陪同见工 43.3 8.6

直接安排进企业 25.7 20.5

　　接下来 ,我们将用 4个OLS 模型检验先前提到的 4个假设。其中 ,

假设 1和假设 2是针对内网络型求职的优势提出的 ,所以都由模型 1

检验;假设 3由模型 2检验 ,针对内网络中联系人垂直地位差异对工资

的影响;假设 4先由模型 3检验 ,再由模型 4修正;针对内网络中联系

人类别数量的差异(异质性)对求职效果带来的影响。前两个模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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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合并方式:分别在提供信息 、介绍关系 、陪同见工 、直接安排进企业这四项帮助内容中 ,如
果被访者使用了家人 、亲戚 、同学 、老乡 、企业外朋友 、其他人其中任意一种关系 ,则在“使

用企业外网络”中记为“ 1” ,反之 , 记为“ 0” ;在同一项帮助内容中 ,如果被访者使用了工
友 、主管或企业负责人中任意一种关系 ,则在“使用企业内网络”中记为“ 1” , 反之 , 记为

“0” 。在表 4中, “使用企业外网络”和“使用企业内网络”的频率正是通过分别统计在整

个样本中在“使用企业外网络”上记为“ 1”和在“使用企业内网络”上记为“ 1”的情况而得
到。所以 ,根据以上赋值方式 ,同一个被访者有可能同时使用企业外网络和企业内网络

或两者之一。



果在表5中展示 ,后两个模型的结果展示在表 7中。①

模型 1以农民工目前月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 ,以性别 、

年龄(包括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 、工龄(包括工龄的平方)、是否在

寻找目前工作时一般性地使用过网络 、是否使用了企业内网络 、是否使

用了企业外网络这 7个变量作为自变量②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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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过往研究对变量转换的惯例 ,对工资做取自然对数的变换 , 使之更符合多元线性回

归的条件。在模型中纳入年龄和工龄时应分别加上其平方项 , 因为通常的情况是:在进
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 ,随着工龄或年龄的增加 ,劳动者的工资先会有一段上升期, 到达一

个峰值后,逐渐稳定并缓慢下降 ,一直持续到其退休。通常在考虑工龄或年龄对工资的

影响时只用纳入其中之一(或只纳入工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 劳动者的年龄对工资的
影响可以由其工龄来体现 ,因为他们工龄和年龄两者的变化基本一致。但农民工的工龄

与年龄却相当不一致:有的农民工是在他们年纪较大时才进城务工 ,这部分人年龄大但
工龄短;有的农民工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城务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可能

在年龄较小时就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工作经历;由于农业生产等原因 ,有的农民工进城务

工可能是季节性 、间歇性的 ,其工龄的积攒较缓慢;有的女性农民工还可能因婚姻或生育
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此外 ,工龄和年龄对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是不一致

的 ,工龄的增加有助于农民工发展与工作相关的网络 , 年龄的增加有助于农民工发展更
广泛的社会网络 ,所以在模型中有必要同时纳入工龄和年龄两个变量。受教育程度分 5

个等级:“小学及以下” 、“初中” 、“中专和技校” 、“高中”和“大专” 。通常对受教育程度的
处理 ,比较保守的做法是将之处理为几个虚拟变量 ,但这种做法难以综合地衡量受教育

程度作为一个变量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 ,由于受教育程度按“小学及以下” 、“初中” 、

“中专和技校” 、“高中” 、“大专”这一顺序排列后 , 对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影响基本呈线
性 ,所以将之作为间距变量直接纳入模型。性别是“ 0”和“ 1”的二分变量 ,男性赋值为

“ 1” ,以女性为参照类。

模型公式如下:

模型 1:log Y=β0 +β 1X1 +β2X2 +β3X2
2 +β4 X3+β5X4 +β 6X

2
4 +β7X5 +β 8X6 +β9 X7+ε1

(其中Y 表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 , log Y是取其自然对数;β0 是常数项 ,ε1 是残差项 , β 表

示系数。X1 表示性别 ,X2 表示年龄 ,X3 表示受教育程度 , X4 表示工龄 , X5 表示一般性使

用网络 ,X6 表示使用企业内网络 , X7 表示使用企业外网络。)

模型 2:log Y=α0+α1X 1+α2X2 +α3 X
2
2+α4X3 +α5 X4+α6X

2
4 +α7 X8+α8X9 +α9X 10 +ε2

(其中α0 是常数项 ,ε2 是残差项 ,α表示系数。X8 表示得到工友帮助 , X9 表示得到主管

帮助 , X10表示得到企业负责人帮助;X8 、X9 、X10都是二分变量 ,取值均为“ 0”和“ 1” 。Y、

X1 、X2 、X3 、X4的意义见模型 1)

模型 3:log Y=δ0+δ1X 1+δ2X2 +δ3X2
2 +δ4X3 +δ5X4 +δ6X2

4+δ7X11 +δ8X12 +δ9X13+ε3
(其中δ0 是常数项 ,ε3 是残差项 ,δ表示系数。X11表示只得到一种内网络联系人的帮助 ,

X12表示同时得到任意两种内网络联系人帮助 , X13表示同时得到三种内网络联系人的帮

助 ,X 11 、X12 、X13都是二分变量 ,取值均为“ 0”和“ 1” 。Y 、X1 、X2 、X3 、X4 的意义见模型 1)

模型 4(对模型 3的修正):log Y=μ0 +μ1X1 +μ2X2 +μ3X
2
2 +μ4X3 +μ5X4 +μ6X

2
4 +

μ7X13 +μ8X14+μ9 X15+μ10X16 +μ11X17 +μ12X18+μ13X19 +ε4(其中是μ0 常数项 ,ε4 是残差

项 ,μ表示系数。X14表示只得到工友的帮助 ,X 15表示只得到主管的帮助 , X16表示只得到

企业负责人的帮助 , X17表示同时得到工友和主管的帮助 , X18表示同时得到工友和企业

负责人的帮助, X19表示同时得到主管和企业负责人的帮助。X14 、X15 、X16 、X 17 、X18 、X19都

是二分变量 ,取值均为“ 0”和“ 1” 。其他参见模型 1和模型 3)



见表 5)。其中性别 、年龄(包括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和工龄(包括

性别)和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 、工龄)相关变量的情况下 ,考察不同的

网络使用类型对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的影响。根据表 5所展示的非标准

化回归系数(B),可以看出 ,在控制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变量的条件

下 ,只有内网络的使用对农民工月工资的影响是显著的 ,且是正向的

(B=0.099 ,p<0.01)。而外网络的使用和网络整体性效果对月工资影

响在总体中都不显著 。由此 ,可以证明本文提出的假设 1和假设 2 ,即

内网络型求职效果强于外网络型求职效果和一般性使用网络的效果 ,

使用网络对求职效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企业内熟人的联系上 。前文

　　　

　表 5　内网络型求职优势 、内网络联系人垂直地位差异的 OLS 模型检验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Std.Error B Std.Error

性别 　.154＊＊ 　.014 　.153＊＊ 　.014

年龄 .025＊＊ .000 .026＊＊ .006

年龄的平方 .000＊＊ .000 .000＊＊ .000

受教育程度 .129＊＊ .007 .127＊＊ .007

工龄 .036＊＊ .004 .035＊＊ .004

工龄的平方 -.001＊＊ .000 -.001＊＊ .000

是否一般性使用了网络 -.007 .042 —

是否使用了内网络 .099＊＊ .014 —

是否使用了外网络 -.006 .034 —

得到工友的帮助 — .042＊＊ .016

得到主管的帮助 — .040＊ .019

得到企业负责人的帮助 — .148＊＊ .020

常数项(constant) 6.017＊＊ .083 6.006＊＊ .079

残差平方和 376.066 371.967

自由度 2928 2928

R2 .247 .255

Adjusted R2 .245 .253

　　因变量:目前月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注:B表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td.Error表示标准误。 ＊表示显著度 p<0.05;＊＊表示显

著度 p<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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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到 ,由于问卷填答中把同时拥有内网络和外网络中身份的联系

人归入外网络 ,模型 1中的系数可能因这种归类方式而有所偏差 。但

目前看来这种偏差并不影响我们关于内网络型求职优势的结论 。如果

将既是工友又是亲戚的联系人归为外网络中的“亲戚”类型 ,这意味着

外网络中拥有内部信息和影响力的联系人增加了 ,即提高了外网络中

流动的信息和影响力的有效性;反过来 ,同是这个情况对于内网络意味

着受社会义务(如血亲之间的义务)约束 、同时持有内部信息和影响力

的联系人减少了 ,即减少了内网络的有效性。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

效用已经受到削减的内网络型求职对工资的影响依然显著 ,而效用可

能得到提高的外网络型求职对工资的影响仍不显著 ,因此 ,可以认为对

联系人分类方式所产生的偏差不足以影响检验假设 1和假设 2所得到

的结论。

为了对内网络型求职的效果做更深入的探讨 ,模型 2和模型 3 分

别对假设 3和假设4进行了检验 。

模型 2中同样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 ,从工友 、主

管 、企业负责人这三类企业内部联系人分别对农民工月工资的影响中

不难看出:得到企业负责人帮助(B=0.148 ,p<0.01)对工资的影响高

于得到主管(B=0.040 ,p<0.05)和工友的帮助(B=0.042 ,p<0.05)对

工资的影响 ,而在得到主管帮助和得到工友帮助这两者之间对工资的

影响差别不大 ,甚至得到主管帮助对工资的影响更低些 。由此说明内

网络垂直地位对求职效果的影响在得到企业负责人帮助这一等级上是

明显的 ,而在得到工友帮助和得到主管帮助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 。所

以 ,先前提出的假设 3在数据中只得到了部分证明 。

若要尝试解释数据结果中得到工友帮助与得到主管帮助对工资影

响差别不大这一情况 ,应该对得到工友帮助个案和得到主管帮助个案

的特征进行比较 。本文重点比较了得到工友帮助和得到主管帮助这两

个子样本中的工种 ,如果以数据里工种已有分类的班组长 、领班 、管理

人员三项作为基层管理岗位 ,那么在得到工友帮助的农民工中 ,只有

8.4%的人处于基层管理岗位上 ,而在得到主管帮助的农民工中 , 有

10.2%的人处在基层管理岗位上(具体情况详见表 6)。我们知道 ,企

业主管也包括了一部分处于基层管理岗位上的负责人 ,林南曾在对网

络中垂直地位差异与地位获得的论述中提到 ,对地位获得起作用的并

不仅仅是联系人的地位 ,还与联系人和求职者之间的地位差有关(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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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81)。这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转述为:如果本身就是主管 、或

者地位接近于主管的农民工在找工作中求助于同样是主管的联系人 ,

也许没有太大作用。不过表 6中的现象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只有

本身就是主管 ,或者地位接近于主管的农民工才更有可能认识主管层

级上的联系人 ,即又回到了地位相似的人彼此相交的命题上 。所以 ,刚

才我们对工友帮助和主管帮助的效用差异的解释还只是推测性的 ,有

待日后其他研究的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 ,在模型 2中 ,企业负责人的帮助与农民工的平均月

工资两者间的相关程度远超过了工友或主管对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影

响。这一方面证明了内网络纵向地位的高度对求职效果的影响 ,另一

方面也指出了莫尔文章中存在的错误。首先 ,莫尔所得出的结论是基

于朋友的非随机性获得这一前提假设 ,即人们总是与自己情况(尤其是

人力资本)相似的人结交 ,所以“一个人的工资和他朋友的工资之间存

在正相关 ,即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提供帮助或协助”(Mouw ,

2003)。然而 ,莫尔的前提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在寻职中不一定

总求助于与自己情况相似的人。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人们交友时“物

以类聚”的偏好 ,但交友的情况有很多种 ,关系的使用也因不同的行动

目标而更具选择性。林南曾指出同质性互动通常满足人们表达性需要

(即维持资源),异质性互动通常满足人们工具性需要(即获得资源)(林

南 ,2004)。莫尔在其研究中曾剔除职业相同的个案 ,比较剔除前后被

调查人和其联系人之间的职业地位相关系数 ,发现排除相同职业的情

况后社会资本的解释力明显降低了。那么 ,莫尔的发现是否意味着同

质性互动也在工具性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呢 ?其实不然。因为在他看

来 ,这种同质性影响属于人力资本中的“不可见”部分 ,也可称为“虚假

的社会资本” 。由此 ,总结莫尔的思路为:人们总采用同质性互动 ,是朋

友间人力资本的同质性造成了在统计上他们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相关

性 ,这种结果与互动(或关系使用)无关。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却得到了

不同的例证 。根据对农民工调查所掌握的数据 , 在全部个案中有

13.5%(占内网络型求职个案的 33.4%)的人获得了企业负责人的切实

帮助 。如果说企业内的工友与大多数找工作的农民工同属一个群体 ,

企业的主管很有可能也是从农民工这一群体中提拔 ,但企业负责人却

很少从农民工中诞生 。所以 ,相比于工友和主管 ,企业负责人最不可能

与农民工具有相似性 。那么 ,这种非相似的交往在此就构成了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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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事实 。在求职中 ,获得企业负责人帮助的农民工更可能比获得工

友或主管帮助的农民工拿到更高的工资 。这说明相似性(或同质性)对

劳动力市场结果的解释力不如非相似性(异质性)交往的解释力 。

　表 6　 得到工友和主管帮助的农民工处于基层管理岗位上的频率

频率

得到工友帮助的个案

(N=805)

%

得到主管帮助的个案

(N=461)

%

班组长 4.2 5.0

领班 3.2 3.7

管理人员 1.0 1.5

三项共计 8.4 10.2

　　模型 3对假设4进行了初步的检验 。以农民工目前月平均工资的

自然对数为因变量 ,把前面所提到的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纳入。从表 7的模型 3中可以看出 ,在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变

量不变的情况下 ,同时得到三种联系人帮助的农民工工资(B=0.226 ,

p<0.01)高于同时得到任意两种联系人帮助(B=0.117 ,p<0.01)和只

得到一种联系人帮助(B=0.079 , p<0.01)的农民工工资 ,同时得到两

种联系人帮助的农民工工资高于只得到一种联系人帮助的农民工工

资。假设 4似乎因此得到了证实 ,即如果农民工内网络中联系人的种

类越多 ,求职效果越好。但我们必须注意现实中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

况:求职中同时找工友和主管两个联系人帮忙还比不上只找一个企业

负责人帮忙更有效。这说明网络异质性假设的成立必须建立在网络垂

直地位差异的基础上 。通常来讲 ,得到较多不同类型的联系人帮助会

更有利于求职 ,但某些类型的联系人对求职效果会有更为关键的作用 。

前面已经讨论过 ,企业负责人对求职效果的影响远超过工友和主管 ,而

我们的模型3中却并没有考虑企业负责人的特殊影响力 。所以我们有

必要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内网络中三种具有垂直地位差异的不同类

型联系人的组合 ,由此得到模型4 。在模型 4中 ,只得到一种联系帮助

的情况被拆分成三类:只得到工友帮助 、只得到主管帮助和只得到企业

负责人的帮助;同时得到两种联系人帮助的情况也被拆分成三类:得到

工友和主管的帮助 、得到工友和企业负责人的帮助 、得到主管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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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使用不同类型联系人各种组合的频数

及内网络联系人类别数量差异的OLS 模型

自变量
频数

(N=3086)

模型 3 模型 4

B Std.Error B Std.Error

性别 　　.154＊＊ .014 　　.153＊＊ .014

年龄 .026＊＊ .006 .026＊＊ .006

年龄的平方 .000＊＊ .000 .000＊＊ .000

受教育程度 .128＊＊ .007 .128＊＊ .007

工龄 .035＊＊ .004 .035＊＊ .004

工龄的平方 -.001＊＊ .000 -.001＊＊ .000

只得到一种联系人帮助 915 .079＊＊ .015 —

只得到工友的帮助 506 — .048＊＊ .018

只得到主管的帮助 193 — .055＊ .028

只得到企业负责人的帮助 216 — .173＊＊ .026

同时获任意两种联系人帮助 245 .117＊＊ .025 —

得到工友和主管的帮助 136 — .089＊＊ .032

得到工友和企业负责人的帮助 70 — .168＊＊ .045

得到主管和负责企业人的帮助 39 — .127＊ .059

同时得到三种联系人帮助

(工友 、主管和企业负责人)
93 .226＊＊ .039 .226＊＊ .039

常数项(constant) 6.004＊＊ .080 6.004＊＊ .079

残差平方和 374.286 371.616

自由度 2928 2937

R2 .250 .256

Adjusted R2 .248 .252

　　因变量:目前月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注:B表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td.Error表示标准误。 ＊表示显著度 p<0.05;＊＊表示显

著度 p<0.01(双尾检验)

负责人的帮助;同时得到三种联系人帮助的情况不变(各类组合的频数

见表 7)。同样控制个人特征和人力资本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 ,从表 7

模型 4中我们可以看出 ,同时得到三种联系人帮助的农民工工资仍然

最高 ,其次是只获得企业负责人一种联系人帮助的情况 ,再次才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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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两种联系人帮助的各种组合① ,最后是只获得工友或主管其中一

种联系人帮助的情况 。所以 ,内网络异质性对求职效果的影响是有限

的 ,假设 4必须同时考虑内网络中不同类型联系人的垂直地位差异 。

四 、结论与讨论

“网络学派强调差异性问题 。”(周雪光 ,2003:129)人们在社会网络

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差异会影响人的行为 ,从而影响人的行为效果 。如

果以功利性的思路来看 ,人们为了达到目的 ,能够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网

络进行利用 ,而网络的差异性有时也是人们竞争中的筹码之一。本文

正是对网络在水平位置上差异性的其中一种情况提出了命题并对该命

题进行检验 ,即针对要在某组织中实现的特定目标 ,人们所使用的网络

是否有用 ,取决于其网络与该组织的内网络有多大关系 。在对农民工

求职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 ,尽管网络整体性效果不显著 ,但

内网络型求职的效果是显著的 ,而外网络型求职的效果是不显著的 。

这说明农民工在找工作过程中 ,并不是使用了人际关系网络都能得到

很好的效果 ,关键是要“找对了人” 。“找对人”在这里是指能得到企业

内成员的帮助。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中 , “找对人”最可能有

两种情况 ,一种是得到工作单位中“内部人”的帮助 ,本文所探讨的内网

络型求职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得到了在工作单位之外有

权力 、有影响力的人的帮助 ,比如说得到政府官员的帮助或社会名人的

推荐等。利用内网络的求职优势可以解释为来自组织内部的信息和影

响力是重要的 ,而借助外网络中占有资源控制地位的联系人取得的求

职效果可以解释为权力和控制力是重要的。边燕杰对天津城市居民利

用关系寻职的研究验证了后一种情况 ,如果求职者通过中间人接触到

了上级主管部门中的联系人(而不是工作单位里的“内部人”),则通过

联系人的帮助可以获得较好的工作(Bian , 1997)。那么 ,在农民工的研

究中 ,如果一些农民工求助于他们在企业外的网络中较有权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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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表 7模型 4的结果中 ,我们发现只得到企业负责人帮助对农民工工资的效用甚至高于

“企业负责人+工友”和“企业负责人+主管”这两种组合。对此 ,我们的解释是“企业负
责人+工友”和“企业负责人+主管”这两种组合的个案数相对太少(前者频数为 70 ,后者

为 39 ,详见表 7),尽管能够通过统计推论的检验 ,但对真实情况的反映未必十分准确。



人 ,另一些农民工求助于企业内网络中的成员 ,那么哪一种网络使用方

式更有效呢?或者说联系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垂直地位对求职起首要作

用 ,还是内网络型求职更有优势? 当然 ,这已经不是在这一篇文章里能

够解决的问题了 ,但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分情况来讨论。边燕

杰所调查的1988年的天津 ,当时劳动力就业还主要是计划性的 ,行政

部门对大多数工作单位有较强的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可以影响到工作

单位的用人。而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行政部门对企业 、公司的控制

在逐渐减弱 ,加上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群体 ,由于户籍和人力资本的限

制 ,多在地位较低的岗位上就职 ,即使他们能够在企业外网络中接触行

政部门中的联系人 ,其联系人也未必都能比熟知企业情况的工友 、主管

和企业负责人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求职效果 。当然 ,这些解释在此还是

假设性的 ,还有待在日后的经验研究中检验。

除了验证了内网络型求职的优势 ,我们还探讨了影响内网络型求

职效果的一些因素 ,如内网络中联系人垂直地位的差异对求职效果的

影响 ,以及内网络中不同种类联系人在类别总量上的差异对求职效果

的影响 ,这些结论也是有用的。农民工在求职中若得到企业负责人的

帮助 ,其求职效果会强于得到工友或主管的帮助。在前面已经提到 ,内

网络和外网络间的差异属于网络水平位置的差异 ,那么对假设 1 、假设

2和假设 3的验证可以共同理解为在网络中水平位置的差异和垂直地

位的差异在农民工求职过程中都起到各自的作用 。如果说假设 3所强

调的是农民工所接触的内网络的“质”对他们求职效果的影响 ,那么假

设4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民工所接触的内网络的“量”进行探讨。假设

4强调的是联系人类别的总量对内网络型求职效果的影响 ,因为联系

人类型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网络的异质性程度 。但我们必须承

认内网络型求职中 ,网络垂直地位的差异和网络异质性程度对求职的

影响总是交织在一起 。经过模型 4的修正 ,我们发现农民工求助的内

网络联系人类型的多样性对求职效果只起了有限的作用 ,这种作用同

时要受内网络联系人垂直地位的影响。假设 4中所指的网络的“量”只

是联系人种类的数量 ,而严格地说 ,网络的量除包含联系人的种类外 ,

还必须包含每个种类下联系人的数量 ,但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 ,这个工

作只能留给其他研究者了 。此外 ,对内网络效用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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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日后的研究去进一步探讨 。①

本文的研究一直强调内网络在农民工找工中的作用 ,却并没有解

决为什么在农民工寻职中一般性使用网络和使用外网络从统计结果上

看不出作用 。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内网络型求职的效用? 换句话说 ,又

是什么因素使一般性使用网络和使用外网络的作用消失? 本文的研究

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农民工调查的数据 ,有关内网络优势的结论是否

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阶层的寻职情况 ,甚至其他社会中的寻职情况呢 ?

这两个问题并非毫不相干 。如果能在其他阶层的寻职过程和西方社会

的寻职中证明内网络型求职的优势 ,那么也许能说明 ,无论中国社会还

是西方社会 ,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某些因素会为内网络的效用推波助澜 。

前面已经提到 ,内网络和外网络的区分首先来自组织的边界:一方面 ,

使用外网络对绝大多数求职者在组织内的待遇(包括工资 、晋升 、福利

等)的影响微乎其微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

度上能抵御外界的干扰。正如前文所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企业

自主化的加强 ,企业在用人(尤其是雇佣非高层管理者)上有了较大的

自主权 ,所以农民工找工时寻求企业内网络成员的帮助才会比寻求其

他社会关系帮助更有效。但另一方面 ,如果使用内网络能带来更好的

求职效果 ,是否可以因此认为组织的非正式结构对组织正式用人制度

干扰较大 ? “非正式结构的出现会给正式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 ,不仅代

替它 ,而且侵蚀和改变它”(斯格特 ,2001:55)。人们为组织的运行制订

了许多正式制度 、设计了许多理性模型 ,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防止组织

遭受过多不恰当的人情干扰而走向低效和混乱 ,但是 ,人们发现组织中

的非正式结构总是存在并起作用 ,于是人们开始接受其存在 ,发掘人际

网络的诸多好处 ,甚至试图将社会网络的使用纳入正式的组织规章中 ,

如美国的一些公司将雇员推荐(employee referral)作为用工的正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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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 ,对外网络效用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内—外网络之间的差异和网络垂直地位差异

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 , 我们曾经向林南先生求教。 林南先生指
出 ,对外网络的分析也需要加入垂直位置差异上的比较。在本文中 ,我们研究了内网络

中不同地位联系人的差异对求职效果的影响 ,但由于数据所限 , 我们并未研究外网络中
联系人的垂直地位差异对求职效果的影响 ,也许得到外网络中处于高位的联系人的帮助

也能得到较好的求职效果。网络垂直地位除了联系人地位高低的差异 ,还包括使用网络

者(求职者)与帮助者之间地位高低的差异。如果说我们对农民工使用网络的研究证明
了社会中地位较低的求职者使用内网络的优势 ,那么对于较高地位的求职者 ,是否他们

使用内网络也比使用外网络更有效呢 ? 当然 ,这已经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Fernandez &Weinberg ,1997)。但无论怎样为内网络“歌功颂德” ,有一

点可以肯定:内网络对求职效果的优势正说明了企业内正式用工制度

存在某种不足 ,需要社会关系的运作来弥补 ,或让人情关系“有机可

乘” 。反过来说 ,如果使用网络对劳动力市场结果没有影响 ,如果同时

能排除网络差异性的作用 ,则最可能的解释是:正式的用工制度和劳动

力市场的规范性已经足以让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一

点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都还没有完全达到 。我们没有测

量过西方劳动力市场中使用内网络的效用 ,但就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力

市场的情况来看 ,许多企业也许缺乏完整的内部用工机制 ,市场效率机

制和正式用工制度在企业内部的作用被人情“消解”或“补充” 。如果真

是这样 ,那么可以进而提出两个假设:一是在用工制度或内部劳动力市

场越不完善的组织中 ,内网络越起作用。尽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有

关于企业性质和规模的变量 ,但考虑到中国同一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在

用人制度的完善性上都很可能存在差异 ,而且农民工由于其工作的高

流动性和人力资本的限制难以进入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等问题 ,所以

本研究中并没有考虑内网络的作用是否因企业性质和规模而有差异 。

二是内网络型求职的优势主要体现为强关系的作用。如果内网络的作

用源自人情关系对组织正式用工制度较强的渗透 ,那么关系越强 ,使用

关系对求职效果的影响越大。以农民工的研究为例 ,如果农民工在寻

职中的联系人同时兼有企业内部成员和亲戚的属性 ,这种情况下他们

的求职效果最好 。很可惜 ,以目前所掌握的数据无法区分出联系人同

时兼有内外网络身份的样本 ,所以在此仅仅是提出了一些猜测。

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嵌入性”是不可否

认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探讨网络差异性对求职效果的影响来

深化对“嵌入性”概念的认识 。所以 ,在文章最后 ,让我们回到对“嵌入

性”的探讨上。

“嵌入性”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波兰尼对前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中

经济体制在社会和文化中嵌入情况的比较 。他认为前市场经济中 ,经

济体制较多地嵌入到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 ,而市场经济中 ,经济体制较

少嵌入在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 ,他进而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去嵌入化”

是危险的 ,有必要“重新嵌入”(Polanyi ,1971)。

1985年格兰诺维特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内嵌性的问题》一

文将“嵌入性”这一概念发扬光大。他主要针对经济学的问题 ,认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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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所存在的两种理论 ,即“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

化”都将行动者视为“原子化”的个体 ,因而忽略了社会网络结构的作

用。由此 ,他指出“有目的的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 、不间断的社会关系

系统中”(Granovetter ,1985)。接着 ,格兰诺维特把问题集中在经济生活

中的信任和欺骗行为 ,在批判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他认为

社会网络可被视作不同于等级和市场的一种机制 ,能够产生信任和制

约欺骗行为。

到此 ,关于“嵌入性”实际上就形成了两种思路:一种强调“嵌入性”

作为一种现象或机制而存在。在这种思路下 ,对“嵌入性”的探讨主要

集中在:一 、经济行为或经济制度嵌入的对象 ,即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

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受哪方面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祖金和迪玛奇奥将

“嵌入性”分成四种形式 ,即结构的 、认知的 、政治的和文化的(Zukin &

DiMaggio ,1990;Uzzi ,1997),这也可以理解为经济行为或经济制度受历

史传统 、文化环境 、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人际网络的制约和影响。二 、

社会网络结构的嵌入能够作为一种与市场和等级制并列的机制影响人

和组织的行为。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 ,威廉姆森认为等级制在传

播雇员信息的能力上优于市场 ,因为市场中缺乏丰富且共同的评价语

言 ,使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判断相当主观;而格兰诺维特认为好的信息

并不仅仅在公司内部的等级之中传播 ,威廉姆森的观点忽视了“广阔而

多变的跨公司的社会网络中互动的影响” (Granovetter , 1985),因此 ,在

格兰诺维特看来 ,威廉姆森所认为的那种奖励成就的内部晋升是一种

理想型(Granovetter , 1985)。类似地 ,鲍威尔在《既不是市场也不是等

级:组织的网络形式》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市场 、等级和网络是三种不

同的组织形式 ,许多经济组织以网络的方式组织经营获得了诸多益处

(Powell ,1990)。这种理解“嵌入性”思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指出了经济

学与社会学的区别 ,将社会网络结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引入对经济现

象的分析之中。但这种思路很可能导致一种很不好的研究习惯 ,即笼

统地 、抽象地将“嵌入性”作为一种机制应用 ,在研究中不加区别地探讨

“嵌入性”对经济行为有多大影响 ,而缺乏对“嵌入性”本身做更细致的

探讨 ,正如莫尔在其文章中没有区分社会网络嵌入的差异性 ,所以 ,当

他发现网络整体性效果对寻职不起作用时 ,就很容易进而质疑“嵌入

性”本身的效力 。

其实 ,只将“嵌入性”看成一种机制而忽略其本身的差异性是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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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的本意的 。理解“嵌入性”的第二种思路强调嵌入的社会网

络结构是具体的 、变化的 ,“人们的行为因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

而异”(周雪光 , 2003:120),即“嵌入性”是存在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

可以体现为嵌入性的程度 ,如格兰诺维特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讨论 ,以

及乌泽提出的“欠嵌入”和“过度嵌入”的情况 。尽管格兰诺维特在他那

篇论述弱关系作用的文章中并没有直接把关系强度和嵌入性的概念相

联系 ,但区分关系强度本身就是对嵌入性程度差异的探讨 。如果个人

的人际网络的重叠性越高 ,则关系强度越强 ,那么个人嵌入在关系网络

中的程度也越高 。所导致的结果是人际网络中的异质性信息的减少 、

个人机遇的减少 、个人对网络的依赖性增加和社区整合的难度

(Granovetter , 1985)。乌泽在组织层面探讨了嵌入性的程度和所带来的

矛盾性结果。他发现嵌入性对经济行为可以同时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

响 ,组织承受何种影响取决于组织的嵌入性程度。在完全以市场为基

础的嵌入的情况下 ,或在完全以亲密关系为基础的过度嵌入的情况下 ,

组织表现会下降;而在同时拥有嵌入联系和不亲密联系(arm' s length

tie)的情况下 ,组织表现会更好(Uzzi ,1997)。

“嵌入性”除了在程度上存在差异外 ,根据本文的研究 ,社会网络的

“嵌入性”还存在层次上的差异 。首先 ,根据第一种“嵌入性”的思路 ,人

们的行动总是嵌入在一定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环境之中 ,这种经济 、

政治 、社会 、文化环境影响了特定时空中人们的行动 ,这构成了“嵌入

性”的第一个层次。其次 ,一定时空背景下人的行动又嵌入在具体的社

会网络结构之中 ,人们彼此之间形成的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一

般意义上最基本的网络结构 ,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但每个人所拥有的部

分却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自身所拥有的网络在一般意义上的

社会网络结构中嵌入的位置是不同的 ,其规模和结构也不一样 ,因此 ,

由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构成了“嵌入性”的第二个层次 。再次 ,如

果与人的行动目标相联系 ,与目标相关的网络仅是整个社会网络结构

中的一部分 ,但对需要借助人际关系的行动而言 ,是重要的一部分。当

行动越能够嵌入在与目标相关的网络中时 ,人们利用网络实现目标的

可能性越高 ,那么 ,与行动目标相关的具体社会网络就构成了“嵌入性”

的第三个层次。通常来讲 ,人们的行动同时嵌入在这三个层次之中 ,从

第一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 ,人们行动“嵌入”的层次逐渐深入 ,人们的行

动效果越是可能受到具体而特殊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之前 ,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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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证明了网络的差异性命题 ,求职者的关系网络越能够与企业(公

司或工作单位)内部网络重合 ,就越嵌入在与工作相关的网络中 ,嵌入

的层次越深 ,所嵌入的网络提供的信息相对越有用 ,利用网络求职的效

果就越好。而个人网络与企业内部网络相对分离或较少重合的求职

者 ,其嵌入在与工作相关的网络中的层次较浅 ,利用网络求职的效果也

会因此受到限制 。

所以 ,在探讨“嵌入性”作用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在具体目标下行动

者嵌入在与此相关的网络中的层次性 ,因为“嵌入性”对劳动力市场的

影响会因网络的差异性而不同 。莫尔的文章正是由于忽略了嵌入的层

次性才无法看到更具体而深入的嵌入是如何对人们使用网络的行动效

果产生影响的。“嵌入性”作为一种机制正是通过层次上和程度上的差

异性而起作用 ,一旦忽略了网络的差异性 ,对“嵌入性”的探讨就很可能

是笼统而抽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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